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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動校園權力關係： 
《教育基本法》與四一○教改後的 

學生權利甦醒與賦權

洪承宇

摘要

1994年「四一○教改遊行」後，我國通過《教育基本法》為學生權益保障立

下基礎；後續歷經修法，已將學習權、教育機會均等、弱勢者教育、人格發展

權、體罰之禁止等寫入條文之中，富含進步價值。1994年至今的30年間，教師與

學生彼此的權力關係，因各種的校園事件或政策法令重新劃分。本研究梳理了臺

灣校園民主發展，訪談八位當年投入四一○教改、後續持續參與教改組織或進入

教學場域之受訪者，反思《教育基本法》歷經五次修法仍未盡之處，期朝向「學

生權利保障書」的目標邁進。同時，前導學校、種子教師、課綱學生代表、兒少

代表、校務會議學生代表等，甚至學生自治會培力等賦權做法，促進涓滴與逆流

效應，鬆動校園僵固的權力關係；壓力團體與學生族群的倡議與媒介使用，更

帶出推波助瀾的泛流效果。最後，本研究歸納四個學生賦權取徑作為持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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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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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ing of Power Relationship in 
School: The Educational Fundamental Act 

and the Awakening and Empowering of 
Student Rights After 410 Education Reform

Cheng-Yu Hung

A b s t r a c t

After the protest for 410 Education Reform in 1994, the Educational Fundamental 

Act was ratified to ensure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student welfare. The Actintroduced 

progressive thinking: the right to learn, equal access to education, education for the 

disadvantaged, the right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banning of corporal 

punishment. In the thirty years since the protest, the line between the power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s been redrawn due to various school incidents and prescribed 

regulations. This article ploughs through the evolution of school democratization 

and conducts interviews with eight protesters of the 410 Education Reform. The 

interviewees provide views on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current Act and pin their hopes 

on it becoming the Magna Carta of student rights. Meanwhile, the ‘trickle-down’ and 
‘trickle-up’ empowerment mechanisms, for example the introduction of progressive 

schools, seed teachers,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for curriculum reform and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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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s, and training of student council leaders, aim to shift the balance of the 

power relationship. By means of the ‘trickle-across’ strategy, pressure groups and 

student communities circulate and lobby for their visions through different media 

to gain support. Thus, we enumerate four empowerment approaches to solidify the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student rights.

Keywords:  410 education reform, school democratization, Educational 
Fundamental Act, student empowerment, students’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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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87年解嚴以前，臺灣教育的最高指導原則仰賴《中華民國憲法》第21條：

「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第五節「教育文化」（第158-167條）與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之簡略規範，可惜教育的願景在模糊的輪廓中看不到具體的

前進方向。隨著威權體制鬆綁，社會運動勃發與民間團體興起，1994年4月10日

的「四一○教改遊行」為臺灣教育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巨的教育改革（以下簡

稱教改）運動，其中「制定教育基本法」為四大訴求1之一，這部教育的「根本

大法」歷經五年後於1999年公布施行，自此為校園文化帶來改變。現今耳熟能詳

的「學權」（students’ rights），泛指作為學生身分所應享有之權益，包含學習

權、受教權、教育機會均等、弱勢者教育、中立原則、人格發展權、體罰之禁止

等，展現在《教育基本法》共17條條文之中，1999年落實迄今20多年已為臺灣形

塑了一個教育現代化的新世代。

Harber（2004, p. 44）在Schooling as Violence: How Schools Harm Pupils and 
Societies一書中曾用「四種暴力」描述學校對於學生的「傷害」，包含「直接暴
力」（direct）、「間接暴力」（indirect）、「壓迫暴力」（repressive）與「排

擠暴力」（alienating）。直接暴力係指學校刻意對學生造成身體或心靈的傷害，

特別是在不當體罰尚未被禁止的國家中；間接暴力則是學校的消極不作為，漠視

學生正暴露在有害或受歧視的環境之中，例如校園霸凌事件之縱容或學校規避兒

少事件的責任通報機制；壓迫暴力特別容易發生在專制威權的社會情境下，學校

對於學生思想自由、言論與表現自由的箝制，全面壓抑學生應享有的基本人權；

最後，排擠暴力則是在情緒與心理層面的關係霸凌、種族與文化歧視，減損學生

對於學校、社區與國家的歸屬與認同感。在歷經長達38年的戒嚴後，校園難免仍

遺留威權控制的氛圍，而我國早期也承襲了歐陸行政法體系中「特別權力關係」

的概念，認為「學生」不應享有完全的權利能力，服膺於師長的權威下，瀰漫著

1  四大訴求包含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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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厚的家父長主義（paternalism），學生難以尋求訴願與行政訴訟管道2抵抗上述

的學校暴力型態。

《教育基本法》的誕生為原本暮氣沉沉的校園風景帶來了一縷生機，「以學

生為主體」的立法願景，為學生權利意識的甦醒撐出了自主開展的空間，期許各

級學校能跟上當時風馳電掣的民主化、法治化、自由化的臺灣公民社會腳步。本

研究的研究問題將圍繞在四一○教改運動後30年來：一、《教育基本法》的實施

及歷次修法後的校園民主化發展；二、師生權力關係與學生權利（如學習權、身

體自主權等）如何獲得保障；三、綜合分析我國校園民主化的發展趨勢與取向。

學校教育是多數人社會化歷程的一環，本研究聚焦於呼吸吐納之間無處不在的校

園文化與規範，時時刻刻對學生產生影響，諸如學校經營、法規命令、青少年文

化、國內外教育潮流交織其中。威權時代裡沉靜的學權意識，隨著臺灣改革開放

喚起學生們對自身角色與權益的覺醒，再加上2023年元旦起《民法》將成年年齡

下修至18歲，具有完全行為能力者在校園比例的提升也使得固有的權力關係更加

鬆動。

「賦權」（empowerment）指的是能夠提升掌握自我與自主決定的過程

（Kreisberg, 1992）。Schermuly等人（2013）將賦權區分為結構面與心理面，前

者涉及社會面與制度面的權力重分配，仰賴管理者釋放由上對下的權力控制；後

者則為被管理者藉由過程中的正向經驗所產生由內而外的心理自決感受。本研究

首先從結構面的消極賦權切入，探討學權如何逐步受到《教育基本法》之保障；

而學生與相關團體近來也更積極、主動地運用社群倡議、公共參與、論述遊說

等，共同形塑他們所期待的校園生活，此延伸至積極心理層面的賦權。四一○教

改至今30年來，可說是學生增能賦權的歷程，本研究透過與當年教改運動之參與

者進行深度訪談，發現學權的保障提升了學習者的權利意識，而此意識也幫助學

生反思所處環境的結構合理性，這個循環往復的歷程是本研究試圖記錄的動態變

化，用以觀察現今學校是否能夠成為一個蘊含權利意識、能動性且以學生為主體

之場域，而非延續著過往權威與服從的氛圍。

2  若涉及民事或刑事案件，仍可採民事或刑事救濟；然而，校園之中多數學校對學生的行
為，屬於行政法的範疇，「特別權力關係」致使行政救濟受限，將於後文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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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教育基本法》的制定與學生基本權利

早在1986年國立臺灣大學「自由之愛」運動時提出「大學改革芻議」，當

時盼能制定教育基本法，給予教育目的、教育方針、教育行政權限更具體的方

向（許育典，2007）。民間教改團體，包含人本教育基金會、教師人權促進

會、主婦聯盟、振鐸學會等，在1994年四一○教改運動結束後持續推動制定教

育基本法的工作。立法過程中，立法委員、相關團體、教育部等提出多達11個版

本的草案，這些版本共通之處均在於推動教育現代化，引進《兒童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Child, CRC）的國際觀點作為參考，並且具體化我

國憲法中對於教育理念之實踐，最終於1999年6月4日三讀通過，迄今也已歷經了

五次的修訂（李仁淼，2020）。

《中華民國憲法》第21條：「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所揭示的

「受教權」雖然是耳熟能詳之學生權利，然而，「學習權」呈現更為積極、主動

的學習樣態，相較於受教權具有更豐富的可能性。因此，《教育基本法》第1條

明定：「為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育之權利，確立教育基本方針，健全教育體制，

特制定本法」。其中，「學習權」置於「受教權」之前，補充了憲法之不足，本

條文也為此法闡明了立法之目的。同法第2條指出，「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取代戒嚴時期以來「國家教育權」至上的思維，且在

第2條第3項中「國家、教育機構（學校）、教師、父母」讓位成為「協助」之角

色，彰顯以學生為主體。

「教育機會均等」之宗旨寫於《教育基本法》第3、4條中，並兼述應給予弱

勢者特別保障，扶助其發展。同法第6條明定「中立原則」，不得對特定宗教、

政治團體從事宣傳活動。第8條除了確定「教師專業自主」外，2006年第二次修

訂時加入了「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取代過去對「適度體罰」與「暫時性疼痛」

許可之做法，使臺灣成為全世界第109個「零體罰」國家（許育典、陳碧玉，

2009）；同時，2011年第四次修訂時，新增「霸凌行為」之禁止，「體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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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問題獲得立法者之重視。第8條、第15條皆指出國家應保障學生之「學

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其中「身體自主權」與「人格

發展權」採納了《兒童權利公約》中對於身體完整性與人性尊嚴之強調。若上述

權利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當侵害時，政府應依法令提供當事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權利救濟請求權」寫於《教育基本法》第15

條，為本部法典尾聲的最後一塊拼圖（《教育基本法》，2013）。隨著1999年的

立法與後續修法的完成，《教育基本法》反映出國內外進步性思維的演進，在許

多人眼中也許可以再走得更快一些，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教育基本人權之保障在

30年來不斷地厚實其內涵，引領我國教育不斷向前邁進。

二、特別權力關係與三度大法官釋憲

「特別權力關係」為歐陸法系中德國學者O. Mayer所提出之概念，認為基於

法律上的特別原因或國家為了特殊的行政目的，在某些範圍內可以概括支配他

方；一旦特別權力關係成立，此身分會受到高於一般民眾的拘束義務，例如公務

員之任命、軍警之免職等，具有服從效忠之責任，並剝奪其行政救濟之機會（民

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2014）。我國受歐陸法系影響，在過去威權體制下承

襲了「特別權力關係」之法律概念，長久以來一併將「學生身分」置於其中，亦

即就學後必須服從校內規則（例如：學生懲戒、成績評量、留校查看等），僅能

尋求學校內部申訴評議管道，無法採取外部的訴願與行政訴訟以茲救濟（許育

典，2007）。然而，隨著民主化與人權意識高漲，這種法律真空失衡的規定也逐

漸受到挑戰。

1995年大法官《釋字第382號》突破了學生身分的特別權力關係。該案源於

臺北商業專科學校學生在校方未經調查是否有作弊情事，即給予退學處分，當事

人提起訴願、再訴願與行政訴訟時（當時訴願和行政訴訟程序與現今不同），均

因此特別權力關係而遭到駁回，最後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釋字第382號》解

釋文提到：

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

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自屬對人民憲法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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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

政處分。受處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自得依法提

起訴願及行政訴訟。（〈釋字第382號解釋〉，1995）

此號解釋確立了學生在受到「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的處分時，可以提起行

政救濟，重新界定了學生特別權力關係之定義。然而，此救濟請求權也僅限於退

學之情況，仍未能對於校內常見的記過、留級等處置爭議進行救濟。當退學與非

退學的二分法作為能否提起司法救濟的判斷標準時，2011年三位大專生與研究生

因學校修業規定、畢業學分計算、張貼政治性海報被記過等學校處置疑似失當情

形下聲請釋憲，後續的《釋字第684號》打破了唯有學生身分改變方能興訟的限

制，即使未侵害大學生之受教權之處分（例如：記過、申誡），大法官認為在尊

重大學自治的前提下，司法系統仍應發揮其功能，不應限制大學生尋求救濟之機

會（〈釋字第684號解釋〉，2011）。雖然此次釋憲未能將提出行政訴訟的權利

擴及中小學以下，但至少些微地突破了先前《釋字第382號》「身分改變」之囿

限，朝向「有權利即有救濟」的目標前進（呂秉翰，2012，頁159）。

更進一步的權利開展是發生在2019年，臺中市長億高中學生無照騎乘機車與

吸菸，各被記一支大過與小過，該生不服提起行政救濟，然而，法院認為記過並

未影響其學生身分而減損受教權，因此予以駁回。另一名新竹市培英國中學生期

末考當天因病請假，事後補考遭到成績「打折」計算，尋求外部救濟遭到駁回。

大法官最終受理兩案，並做出《釋字第784號》解釋如下：

本於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各級學校學生認其權利因學校

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

分，亦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濟，

無特別限制之必要。於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382號》解釋應予變

更。（〈釋字第784號解釋〉，2019）

自此，即使非屬退學之相關處分，學生均能透過訴願與行政訴訟尋求救濟，

可謂徹底擺脫特別權力關係之枷鎖，完整落實前述《教育基本法》第15條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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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有效及公平的救濟管道。大法官的違憲審查除了可收定紛止爭之效外，更

透過法理的強制性，扮演積極改革者之角色，帶領著公民社會往前跨進一大步。

雖然教育相關單位憂心學生與家長可能頻繁興訟，造成學校經營管理壓力，三度

的大法官釋憲賦予了學生行政救濟的權利，在校園內權力關係的天秤中，學生逐

漸擁有了更充分的表達異議、抵禦不合理對待的平衡力量。

三、30年來重大校園民主化事件

1987年解嚴以前，學校裡常設有「人事室第二辦公室」（簡稱人二室），

進行著保密防諜、政風整肅的工作，同時也考核校內人員的國家忠誠、思想審

查；教育在當時視為「精神的國防」，高中以上校園安排軍訓教官進行政治教

育、國防訓練、校園安全、甚至推廣當時政府黨務等。校園的風景宛若Foucault

（1977）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裡提
到的掌權者位於至高的視野，監控著人們的一舉一動。

1994年四一○教改時的學校天空，雖比起戒嚴時期少了些國家威權的籠罩，

並且1995年的《釋字第382號》與1999年的《教育基本法》讓這個校園黑盒子透

入了一絲校園民主的天光。法律學者李仁淼（2020，頁101）檢視1999至2008年

全國各級法院關於體罰裁判之調查（民事或國賠訴訟判決11件、刑事訴訟判決8

件），發現司法實務上禁止對於學生身體侵害之法理尚未成形，在當時甚至有支

持體罰之判決，判決3中曾指出「教師對學生使用戒具施予輕微之體罰，係基於

愛心合於教育目的性之懲戒行為⋯⋯」。體罰是校園內權力不對等最直接的顯

現，學生本應為教育之主體，卻成為直接暴力下物化的客體，造成身體自主與人

性尊嚴之傷害。因此，2006年《教育基本法》之修訂首度於法律中廢止不法之懲

戒。然而，當時的教師團體認為管教與體罰界線不明，希望有關單位能研擬出相

關規定讓學校有所遵循，教育部也於2007年發布《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負向表列出四種違法體罰類型：（一）教師親自對學生身體施

加強制力之體罰；（二）教師責令學生自己或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之體

罰；（三）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之體罰；（四）體罰以外之違法處罰（例

3  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上易字第659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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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誹謗、公然侮辱、恐嚇等），並同時列舉合理的正向管教做法，諸如口頭糾

正、適度增加作業或工作、靜坐反省、站立反省等。後續2020年修訂時更加入在

管教同時應「給予學生合理的休息時間」，使管教能符應比例原則（《學校訂定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2022）。此外，《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也對學生之財產權（罰錢）、身體自主權（髮式、不當搜

查）予以保障。

2000年屏東縣高樹國中葉永誌同學因性別氣質不同，屢次遭受同學霸凌而不

敢於下課時如廁；4月20日近中午時，葉同學於上課時間請求上廁所，最後卻被

發現重傷倒臥廁間，不治身亡。當時許多學校長期對於霸凌的忽視，即為Harber

（2004）所指的學校消極不作為之「間接暴力」，而近年時有所聞的「狼師」、

「me too運動」、「房思琪案」等，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師生、生生之間的

敵意性騷擾、權勢性交、性徇私等，都一再凸顯「權力差距」下的性平事件。

《性別平等教育法》在2004年公布實施後一度被戲稱為「沒有牙齒的紙老虎」，

因為欠缺明確罰責，直至2018年修法時增訂第27條之1，「若犯行經學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加害者依情節輕重有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一至四年不

得聘任之懲罰」（《性別平等教育法》，2023），盼望籍由立法穿透校園內既有

的權力結構，為居於弱勢的一方挺身而出。

2010年臺南女中學生於升旗典禮時脫褲抗議（〈台南女中近2千學生集體

「脫褲」抗議〉，2010），2015年臺中女中數十名學生在朝會時脫裙高呼「今

天沒體育課，我要穿體育服」（〈中女中學生〉，2015），2015年北一女中學

生也因為進出校門若未著全套制服，遭罰勞動服務而站出來爭取著褲裝的權利

（〈「脫裙換褲更糟」〉，2015）。2016年，這些公民不服從行動獲得教育部正

視，頒布《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規定校內運用公聽會、

說明會或全校性問卷調查方式，聆聽學生與家長之意見，並組成服裝儀容委員

會，設置委員七至15人，其中學生代表須占三分之一以上，各校可自主決定在重

大集會活動、體育課、日常課程或戶外教學時著合適之服裝，並對於違反校內共

同決議之同學，也以正向管教方式予以輔導，不得加以處罰（《高級中等學校訂

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2020）。此外，校務會議為各校通過校規與決策

之重要集會，全體專任教師均具有投票權，然而，多數學校僅有一至三位學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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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參與，顯失平衡，以致學生雖為教育之主體，卻常淪為重大決策之客體。2021

年立法院終於修改《高級中等教育法》第25條規定「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成員

總數百分之八」（《高級中等教育法》，2021），希望師生之間的權力關係更加

衡平，而非以絕對的「成人視角」來決定校園重大事務。此外，本次《高級中等

教育法》修法亦遵循2019年《釋字第784號》條文應給予學生權益申訴更完整保

障，建立了校內「申訴」與學校之主管機關「再申訴」（視同「訴願」）制度，

不服「再申訴」結果者可逕提起「行政訴訟」，將校內申訴評議制度連結到校外

司法救濟，明確地規範提出聲明異議之流程。

回顧過去30年來學生參與的教育相關社會運動，就屬2015年的「反課綱微調

運動」參與者眾且影響最深。2013年課綱草案原訂由「高級中等學校及國中小

學社會、語文領域檢核工作小組」進行錯字勘誤與內容補正，卻貿然進行了牽動

史觀之「微調」，送「課程審議會」通過後，於2014年初正式公布，其過程引發

各界質疑（李仁淼，2020）。2015年5月臺中一中「蘋果樹公社」校慶當日於校

內進行靜坐抗議，全國各縣市中學生紛紛組成反課綱聯盟，高喊「自己的課綱、

自己的課本、自己救！」，約莫204所高中職學生站出來，相互串聯抵制微調課

綱；公民與歷史教師也組成「公民教師行動聯盟」與「歷史教師深耕聯盟」表達

抗議（陳美璊，2016；黃政傑，2015；Hung, 2019）。7月時數千名學生走上街

頭表達訴求，最終占領教育部，亦有中學生以自傷與自殺方式作為諫言；在此僵

局下，最後教育部決定以「新舊教科書並行」、「爭議部分不考」、「重新檢討

課程審議」作為承諾，微調課程依舊如期上路。隔年，2016年總統大選結束，新

政府上台後，新任教育部部長於當年5月31日廢止此「微調課綱」，立法院三讀

通過《高級中等教育法》修正案，增訂第43條之1（課程審議會之設置與組成委

員），除了政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教師、校長、家長、教育組織成員外，納

入「學生代表」參與課綱審核。相較於前述的「校園內」民主化，學生代表能參

與國家層級的課綱審查，使學生的聲音在課程改革中被聽見。當學生擁有更多發

言權時，學生在教育制度的權力結構中更有機會爭取到對等的地位與自主性。然

而，無論是高中校務會議增加學生代表、課審會納入學生參與等，中小學生作為

限制行為能力人，在許多單獨為之的意見表達背後仍牽動著法定代理人的事前允

許與事後同意權，其行為之法律效果、生活經驗較缺乏、教育專業不足、是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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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公民審議之成熟度也受到部分大眾的質疑（劉源俊，2018）。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回顧了1994年四一○教改中對於訂立《教育基本法》之主張與願景，

運用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瞭解該法之訂立與30年來五次修訂之演變；

同時，《教育基本法》所衍生之上下位階教育相關憲法、法律或命令，包含《釋

字第382號》、《釋字第684號》、《釋字第784號》、《教師法》、《性別平等

教育法》、《高級中等教育法》、《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

項》、《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合計九部法規範均在內

容分析範疇。此外，法律之變遷雖然反映了30年來校園民主化之發展，無論是律

法帶動了學校教育的轉化或學校事件促使了法律之修訂，本研究希望能從進一步

的質性訪談中回應這些年校園的改變是否朝著當初四一○教改的目標邁進？是前

進或落後了多少？訪談圍繞著三個研究問題：一、《教育基本法》的實施及歷次

修法後的校園民主化發展；二、師生權力關係與學生權利（例如：學習權、身體

自主權等）如何獲得保障；三、綜合分析我國校園民主化的發展趨勢與取向。

本研究八位受訪者均投身四一○教改運動，並參與當時相關之民間團體：

人本教育基金會、教師人權促進會、主婦聯盟、振鐸學會等；其中六位（編號

A-F）現今仍是教育相關非營利組織成員、另外兩位（G、H）進入中學擔任教

職，同時持續參與相關非營利組織，任教年資均超過15年。受訪者參與四一○教

改的經驗能幫助本研究檢視當時理念與現今《教育基本法》之差距，長期的教育

觀察也能給予校園民主化30年來發展進程之回饋。同時，六位至今仍服務於該組

織的受訪者，都有協助處理學校親、師、生之間爭議的經驗，甚至陪伴當事人一

同走過訴願與行政訴訟之歷程，對於學校現況有深入的瞭解。另外兩位受訪者則

是教改運動結束後，進入中學現場擔任教職，能提供第一線教師的校園觀察。

每位受訪者一對一訪談歷時約60∼90分鐘，過程中錄音並繕打逐字稿。透

過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將受訪資料置於整體學校場域、社會情境與

文化脈絡中進行詮釋與解讀，八位受訪者所述均按本研究的三個研究問題進行編

碼，並且交互驗證，以瞭解30年來臺灣校園之演變與未來理想目標，並歸納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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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作為一個民主化歷程未達40年的年輕民主國家，藉由哪些取徑能夠逐步走向校

園民主、以學生為主體的願景。

肆、發現與討論

一、改革的先行者：《教育基本法》的學生賦權基礎工程

（一）《教育基本法》的權利防線與傷害之禁止
解嚴後的臺灣充滿著久經蟄伏後即將迸發的能量，1987∼1990年間，主婦聯

盟（時稱「新環境主婦聯盟」）、教師人權促進會、人本教育基金會、振鐸學會

陸續成立，1988年更有第一屆全國民間教育團體會議，對於當時的師資、法令、

教科書、升學等，有著滿腔熱血的改革嚮往。教改主要發起人黃武雄教授更拍攝

了紀錄片《笑罷童年》，希望能喚起社會各界對於教育革新之重視。參與四一○

教改且擔任某非營利教育組織國會遊說工作的H表示：

當時民間教育團體比教育部走得更前面，你可以說我們十分「前衛」；

真的是秉持著如果錯過這一次機會，大概又要再等50年的決心走上街

頭，聲勢非常浩大。雖然以現今看來，民間的有些提問，政府最終是

「實問虛答」了，或者在落實上未必貼近運動時的目的，但在不少層面

都為當前教育奠下了一些基礎，《教育基本法》就是其中一項。（受訪

者H）

長期擔任非營利組織職務的C也分析了教改運動當時的盛況與四個目標之間

的交互關係：

遊行當天有老師與學生走上街頭，更多是家長，甚至是推著嬰兒車一起

來，這股力量推著政府不得不做政策回應。剛解嚴時，人們對政治的效

能感漸漸提升，當時的四大訴求裡，「制定教育基本法」算是為另外三

大訴求的法理層面立下基礎，相對於偏政策性的「小班小校、廣設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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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與偏社會性的「教育現代化」，法制性的《教育基本法》有他不

同面向的功能，訂下一個教育的基本防線。（受訪者C）

受訪者C所謂的「基本防線」揭示著法治國依法行政與法安定性原則，為

社會畫出對於教育的基礎共識，不致因政黨輪替或時空變遷而倒退。仔細檢視

《教育基本法》這條防線，受訪者E認為第一個版本（尚未經五次修法）在當時

已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也包含了四一○教改團體們多元理念中的「最大公約

數」；受訪者A作為投入教育團體工作超過30年的社會倡議者，對於此法30年來

的轉變，他／她觀察到：

最原初的立法，可以看到1999年當時相對進步的概念被放進去，例如

「基本人權」、「教育機會均等」、「中立原則」或「學生學習權」

等，確實這種正向的表述確定了基本原理原則，但坦白說，精神理念雖

然接軌了《世界人權宣言》或《兒童權利公約》，但實際對校園中長期

存在問題，例如體罰、霸凌，改變不大。所以，後續修法在這基礎上，

慢慢修成更為明確，或者某些行為直接禁止的規定。（受訪者A）

正面與反面語態是立法技術的一環，其中，正面語態作為闡明定義與內容，

負面語態中的負向表列、禁止規定，受訪者認為能更直指當前校園問題。受訪者

B也以2006年第二次修法新增的「學生不受任何體罰」為例，點出當時有人提議

修法為「禁止體罰造成學生重大身心傷害」，可能又拐彎抹角地容許體罰繼續發

生，只要不造成「重大」身心傷害，體罰可以繼續存在。因此，從2006年新增禁

止體罰、2011年第四次修訂的霸凌行為之禁止，《教育基本法》從原初理念型的

教育精神闡揚，正視校園中持續發生的積弊，以更具法律明確性的反面語態方式

畫下違法行為之「紅線」。體罰禁止了十多年後，人本教育基金會（2016）的問

卷結果顯示仍有高達35.4%的國中生、27.8%的國小學生曾被不當管教；任職於

非營利組織的受訪者A、B、C、D、E、F均表示，雖然法規已明定不能強迫學生

參與第八節課、服裝儀容與髮式不能作為處罰之依據，家長與學生的投訴依然不

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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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前總統與人權代表人物Mandela（2008）在自傳《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 The Autobiography of Nelson Mandela）中寫到：「壓迫者與被
壓迫者同樣地都失去了人性」（the oppressor and the oppressed alike are robbed of 

their humanity），壓迫者失去了愛與關懷的能力，而被壓迫者被剝奪了自主與自

由，失去生而為人的價值。受訪者D對照《兒童權利公約》，提出了《教育基本

法》值得持續修訂之處，他／她表示：

從《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保護兒童於受其父母、法定監護人

或其他照顧兒童之人照顧時，不受到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

待、疏忽或疏失、不當對待或剝削，包括性虐待。」可以看出國際組織

對於兒童的保護規範到「不受任何形式」的程度，反觀《教育基本法》

第8條仍只有「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侵害」。至

於以體罰或霸凌行為外之外的身心侵害，特別是謾罵、諷刺、語言羞辱

等，被忽略了。（受訪者D）

「霸凌」的構成要件除了加害人存有惡意、具特定行為樣態、造成損害之

結果外，學理上還包含「持續發生」才算是霸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2020）。因此，教師一次性或間歇性但卻可能造成學生精神傷害的言語攻擊，未

受到規範。過往俗稱的「打罵教育」，在「打學生」廢止後，「罵學生」須進一

步加以討論，部分教師誤以為這是可以任意使用之手段，不受法律約束。受訪者

D建議參考《兒童權利公約》、以學生「不受任何形式」造成身心之侵害作為基

準，再次修訂《教育基本法》第8條目前僅限於體罰與霸凌之禁止，彰顯其更積

極之目的。

（二）學生表意權與《教育基本法》作為權利保障書
《兒童權利公約》的啟發，除了上述外，受訪者B也提議參考其中第12條的

「表意權」觀點，使學生在校園中不至於被邊緣化而成為無聲的一群人，他／她

指出：

「表意權」在公約裡是指兒童因為年齡、身分、表達能力，常被大人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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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與忽視，久而久之，他們放棄了發聲的機會，也無法讓成年人瞭解他

們的感受與想法。因此，權利公約才寫出來，提醒大人們不是沒有「聽

見」就代表沒意見。現今的《基本法》可以把「表意權」也納入，而不

是主觀因為學生的年紀就認為他們想法是不成熟。（受訪者B）

「表意權」在《兒童權利公約》（United Nations, 1989）中的原文包含三層

含意：1. 有權利自由地表達自己觀點（the right to express those views freely）；

2. 有權利被傾聽（the opportunity to be heard）；3. 意見獲得考量（the views of 

the child being given due weight）。因此，「表意權」並非單純給予兒童表達的

機會，而是需要成人積極地等待、傾聽，並給予慎重考慮。年紀愈小的學生或特

殊生經常是校園的「失聲者」，而擁有許多話語權的教師，在此權力不對等情況

下，《教育基本法》可以提醒教師停下腳步、等待、聆聽的重要性，能化解當前

許多校園內部師生緊張關係、不被理解與權力的壓迫。

受訪者B針對學生權利保障提出了更進一步修改法律架構的觀點，他／她表

示：

針對老師的權利與義務，有《教師法》特別加以規範與保障，反觀學生

的部分，卻沒有一部像《兒童權利公約》的學生權益法典。大家能想

到的學生權利、申訴、訴願，甚至行政訴訟，這些東西都散在《基本

法》、《高級中等教育法》或《國民教育法》中，若我們不能訂立一

個專屬於學生的權利法典，是不是基本法中可以有一個「學生權利專

章」。（受訪者B）

隨著五次修法歷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與

「禁止體罰與霸凌」等概念漸進融入《教育基本法》之中，反映出法律的與時俱

進，語言造成的精神傷害與學生的「表意權」能進一步思考入法之必要。雖然此

法中仍有教育經費、中央與地方教育權限、教師權利與義務等條文，但學生相關

的進步理念與權利保障比重明顯隨著修法過程而增加。人本教育基金會前幾年曾

著手草擬學生權利保障專法，嘗試將暴力、性騷擾／侵害、霸凌、表意權、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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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隱私權、休息權4等納入，並且希望能梳理當前申訴制度之混亂，將分散四

處的規定加以整合（人本教育基金會，2019），可惜後續未能成為獨立法典，改

以融入的形式放進現有的法規範中。形成獨立的法典，除了有利於更直觀地查

找，避免法律細節流落在不同文件外，透過系統化的整理更能凸顯我國對於學生

權利的重視。在立法層面，專法也更能明確地將權利範圍與救濟管道同時收束其

中，確保所強調的權利，能有相應的申訴程序與罰責加以保障。另一項變動幅度

較小的做法則如受訪者B所述，《教育基本法》若能梳理出更為完整的學生權利

「專章」，此法將更足以稱為「學生權利的保障書」。保障書一詞蘊含著「基本

防線」的性質，《教育基本法》與相關法規範的修訂可視為一種較為消極的學生

賦權，確保權利底線不受侵害。下段則轉而從積極面觀察近年的學生賦權行動，

透過哪些能動性的展現，學生能進一步共同參與形塑出民主友善的校園。

二、友善校園的播種者：學權的草根茁壯與四個學生賦權取徑

（一）傾斜的權力天秤與教師權力的反思與節制
Pestalozzi將教師比喻為細心呵護的園丁，而學生是那生機盎然的花木； 

Froebel則圍繞著同樣的隱喻，將學校比喻為草長鶯飛的美麗花園。然而，花園裡

的景象未必如教育哲學家想像中的豐沃富饒，園中盤根錯節的權力關係可能阻撓

著幼苗的扎根與茁壯。校園中的「不對等」最常出現在教師與學生的權力差距，

因為前者肩負照顧與教育之責，常被賦予「準父母」的角色，受到傳統文化影

響，又增添倫常禮教色彩，蘊藏了越界的禁忌，使校園權力差距長久以來較許多

西方國家更加鞏固。單純從法律面來看，前述《教育基本法》直接揭示禁止體罰

的規定，或者《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嚴禁的四種處罰方

式，是否有助於限縮教師權力以建立更民主對等的校園？受訪者G認為：

藉由修法來改變校園內部，的確是有明顯的效果，因為這樣的強制性直

接動到了學校老師的power（權力），他們的權力被限制了。過去有體

罰這個工具時，老師不必去正視自己班級經營與教學專業的問題，只有

4  過度管教造成下課或休息時間遭受剝奪，或者強迫第八節課程與強迫留校自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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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項東西被拔掉後，教師才能學習如何用正向、說理的方式與學生互

動，是有較為對等。（受訪者G）

針對同一問題，受訪者A則抱持較為消極的態度，認為僅靠立法者推動所能

促成的改變過於被動與緩慢，他／她表示：

其實透過立法或者大法官的釋憲帶來校園改革，雖立竿見影，時常都已

為時已晚，社會是一個動態的環境，隨時都在經歷改變，但法律為了維

持社會的穩定性，大多數時候走在社會變遷的後端，沒有我們想像得那

麼前進。就很像家暴法、性平法等，其實很晚才進到我們的社會之中一

樣。（受訪者A）

受訪者E也認為藉由法律雖然能達到牽制的效果，然而，權力向教師傾斜的

現況仍舊無法獲得舒緩。承上述受訪者所言，《教育基本法》及其相關法規雖然

能確立學生權益受保障的底線，但應該要有更與時俱進、即時回應當前問題的做

法，本研究後續將進一步討論更為積極的學生賦權方式，也會歸納出增進校園民

主的四個取徑。對於教師為何漸漸成為校園中掌握較大權力之一方，並成為保守

主義或既有權力的守護者，受訪者A與D認為：

教師這份職業的永久性，特別是公立學校，長期以來受到很好的保障，

甚至每年很少有老師因為教學不力而離開。就因為俗稱「鐵飯碗」的

工作保障，一旦進入教育界，幾乎沒有人可以挑戰他的工作權，可以想

像只要待愈久，權力便愈鞏固，所以你才會看到很多學校仍舊採用舊的

「管理主義」方式來管學生。（受訪者A）

很多老師就很像教室內的國王，不管外面時代如何變動，仍用著傳統的

尊師重道角度在面對學生，也很幸運，或者說是僥倖，沒有受到太多學

生或家長的挑戰。不過，前幾年《教師法》修法後，把性平案或不能勝

任工作的老師，可予以解聘，甚至終身不可以任教，有開始試著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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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那麼封閉，沒有辦法挪動。（受訪者D）

英國學者Kelly（1986）認為教師角色之所以具有與生俱來的地位，可以追

溯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人們對於理性與知識的崇敬，而身為知識的傳播者與代

言人，教師因而樹立了權威地位，在如此以教師為中心的氛圍下，學校成為了社

會控制的單位（institutions of social control），此觀點與受訪者A與D對於「教室

內的國王」、「尊師重道」與「鐵飯碗」而造成的權力集中現象不謀而合。受訪

者A所稱的「管理主義」若更精確地定義，更貼近於Harber（2004, p. 69）提出的

「威權官僚主義」（authoritarian bureaucracies），意指學校關心的是整體控制的

便利性，而非學生的需求，也吝於改變學校制度以適應學生的特殊性。此外，教

師具有相當之自由度決定自己的教學方式、班級經營與師生互動，而學生作為升

學主義下成績的競逐者，受教師的課程安排、評量難度、分數高低支配，教師因

而更加落入自我中心與沉浸既有權力之中缺乏反思（許殷宏、武佳瀅，2011）。

對於如何鬆動這固有的權力失衡關係，若優勢方能有意識地自我審查、自我節制

地收斂不合理的校園文化，校園民主才有涓滴實現的可能。受訪者C提出了他／

她的建議：

因應108課綱或教育政策，教育部都能先選出幾間前導學校或種子教

師，小規模地進行試辦或實驗，這些教師散布在各中小學中，而且是最

有創造力與活力的一群，能成為領頭羊將正向管教、溝通對話、相互理

解的師生互動理念，擴散性地在各學校推廣，會是點、線、面匯聚的力

量。（受訪者C）

受訪者G本身是教師，觀察到身旁的教師同儕不乏具有權力結構的反思與批

判力，他／她也認為：

不應把所有老師都想像成一群保守與反動的人，我們對於教育工作的專

業性有很高的期待，不想仰賴傳統權威來進行教育工作。也許可以參考

長久以來教學輔導團模式，同時有中央與地方層級的民主校園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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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師自己開始做起，會是很好開枝散葉的方法，將理念帶到各處。

（受訪者G）

若我們將固守傳統權威的教師視為Freire（2003, p. 75）囤積式教育中知

識的「存放者」（the depositor），而這些遍布全國的民主前導學校或種子教

師們，便可以視為A. Gramsci霸權理論中帶來創造性力量的「有機知識分子」

（Kincheloe, 2004, p. 66）；也同時是Giroux（1988, p. 118）以及Said（2001）

能夠開放學校與社會的「轉化型」與「公共性知識分子」（transformative and 

public intellectuals）。學校不必悲觀地服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也不必選擇站在

學生的對立面，而應該將「視為理所當然」（taken-for-granted）的自身教師權力

或校園規則重新進行檢視（Althusser, 1971; Foucault, 1977; Hung, 2018）。在學校

的權力方程式中，壓迫與抵抗的消長具有樂觀翻轉的可能，特別如受訪者G提到

從中央到地方、從外部到內部同時反思、批判與改變權力的失衡。

（二）學生的公共事務參與和四個學生賦權取徑
除了對於教師的期許外，八位受訪者對於近年來學生投入公共事務或校園平

權議題的推動感到敬佩。受訪者B、E、H分別表示：

這個年紀的小孩，就算不是準備考試升學，也應該是追星、聽音樂、和

朋友去唱歌看電影，「正常」情況下不應該一直關心學生人權！所以他

們基本上是滿孤單的，因為他們是少數，沒很多同學跟他們一樣願意站

出來，但他們都很有自己理念與想法。（受訪者B）

這一次的108課綱審議就有高中生、大學生參與審查⋯⋯行政院青年諮

詢委員會、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也都有兒少代表；各縣市

社會局或有關單位，也常有國高中生作為諮詢委員。這些熱衷公共事務

的學生，經過遴選與培養，過程中可以看到他們學習如何發現（青少年

的）日常生活問題、如何提案，以及如何在一群「大人」的會議裡進行

發言，最重要的是他們年輕人的觀點能被聽見。（受訪者E）

近年，校務會議依教育部規定，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成員總數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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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讓更多學生可以參與。校務會議（主體為校長及行政人員、全體教

師、家長會代表等）是俗稱的「校規」的通過場合，在總共100位教師

的學校裡，學生代表能有八票，雖然遠少於全體教師一人一票的力量，

但感覺上教師們因為會議裡學生變多，在發言上，有比較小心與節制

耶⋯⋯很樂見學生能共同參與學校事務，甚至改善長期以來「被規定」

的無力感。（受訪者H）

2021年新修《高級中等教育法》第25條的學生代表比例獲得調整，從原本多

數學校僅有一至三位的參與，進步到了最低比例（不得少於成員總數8%）之保

障，擴充學生的意見表達與提案的權利，從既有權力結構中撐出更多的空間。以

臺中一中為例，校務會議全體成員為206人，因應新法之修改，學生代表17人得

以參與校務會議（立法院，2020；臺中第一高級中學，2022）。從受訪者H所述

也可以有趣地發現，當學生代表變多時，校務會議這個近似「黑盒子」的上層決

策過程，受到了更多學生的「窺視」與「凝視」，校方與教師權力在這種更為透

視的情境下，穿透既有鞏固的教師權力，受訪者觀察到教師們在會議中比以往謹

言慎行、自我節制，而任何的節制都可能帶來對於權力的反思。校內重大制度與

規準隨著擴大學生參與，更有機會調和學生的訴求與需求，「校規」對學生而言

不再是「被頒布」，而更接近學校成員共同討論的結果，此項改變重新劃定了學

校與學生之間的權力界線，將學生視為學校治理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而

非單純「被治者」的角度。

上述受訪者E所提之各項兒少代表的設置，源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2021）第38條：「政府應結合民間機構、團體鼓勵兒童及少年參與學

校、社區等公共事務，並提供機會，保障其參與之權利」。除了公共事務政策制

定向青少年開放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每年也辦理學校自治相關培力課

程，鼓勵全國高中學生會或自治會組織幹部參與，內容包含議事規則、民主素

養、組織經營、人際溝通等，期提升學生公共政策參與之技巧與策略。當學生有

機會進入決策圈時，象徵著權力不再僅流動於成人之間；然而，隨著傳統權威退

縮，學生們能否承接此權力的空缺，而使之不致落入真空或失序的狀態，考驗著

學生們具備足夠的素養與能力，善用得之不易的權力機會。當社會大眾對於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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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者參與政策制定過程抱持疑慮時，究竟兒少代表、學生代表能否代替眾多學子

們發言，而學生是否具有公民審議與溝通協調的能力，便是賦權之後另一個重大

的課題。相對於前述在各縣市部署前導學校或種子教師，形成一種由上而下的

涓滴效果（trickle-down）；另一種由下而上的力量也正在茁壯發展，學生有進

入全校事務、公共議題、公民決策的機會，學生自治會在各校替同學發聲，反向

地形成逆流（trickle-up）的效應。兩股上下的力量交織，更能鬆動校園內盤根錯

節、堅壁清野的權力關係。

2022年8月1日始，高中開始修改作息時間，取消早自習，且每週至多安排一

次朝會升旗時間，亦即高中生能延後上學時間至8點，以獲得更充分的睡眠與休

息時間。反對的聲音聚焦在若是完全中學會發生校內國中、高中部不同調之情

況，部分學生家長認為舊制更能搭配家長作息。這項新措施的起心動念，來自於

幾位學生的發想。受訪者A描述發起的歷程：

從2016年開始，就有民眾與學生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發起延

後上學的提案，並且引用了美國睡眠相關研究，證明青少年每日應有

足夠睡眠才能增進學習的效果。沒想到，這話題在學生之間引起廣泛討

論，短短幾週就破了上萬人附議，依該平台的規定後續政府機構必須有

所回應，也於是有現在的早自習新政策。（受訪者A）

該平台為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所設置，在公民審議的精神下，鼓勵民眾共

同參與政策制定。凡是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分年齡均可提案；提案後若於60

天內獲得5,000人的附署成案，政府須針對該提案進行回應。教育部當時收到延

後上學之成案結果時，召開了公聽會與專家諮詢會議，最終在高中開始實施。平

台上教育相關提案眾多，例如「高中游泳課必修改為選修」、「從國中開始就應

有技能選修課」、「健康教育課程納入看護照顧技巧」、「開放學校考試准許寫

簡體字」、「國中強制成立學生會」、「繩這個字太難寫，建議重新造字」等，

可以一窺中小學生們在校園裡有各形各色的煩惱、發想或創意。具超過15年中學

教學經驗的受訪者G與H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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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延後上學）這個提案，學生是有能力引經據典，甚至找到學術研

究來支持他們的論述，現在學生資料蒐集、統整的能力很強。有一次我

和學生討論國中小合作社禁賣含糖飲料是否要延伸至高中，有同學就用

了衛福部的國小、國中、高中肥胖率的數據，認為國小與國中生肥胖率

高於高中生，所以一味地禁止，未必具有效果。（受訪者G）

學生們很有趣，學生自治會有時會辦理投票活動、社群平台附議等，他

們慢慢都知道要改變，是要經過倡議、宣導與說服的過程。好幾年前的

反課綱微調運動，我們學校有學生自發性地站在校外路口發傳單，跟同

學們說明整個運動的前因後果，然後還串聯了鄰近的其他學校的學生會

幹部。他們也會很認真地在臉書社群裡，跟同學們討論，努力地遊說，

或者是拜託同儕們能一起支持他們的點子。（受訪者H）

數年前發生在北、中、南女校的爭取著褲裝權利的行動，也是校內學生間集

體倡議與挑戰不合理規範的公民抵抗，帶來了教育部新頒的服裝儀容規定。而

受訪者H所提之反課綱微調學生運動，更進一步演變成校際之間串連的不服從運

動，抵制微調課綱。學生固然為校內權力弱勢之一方，若要面對校方或政府的高

牆時，聚沙成塔才能累積與迸發出集體的能量，便有機會獲得優勢方之關注。有

別於前述政府由上而下的涓滴效果與學生培力的由下而上的逆流效果，學生之間

交互的意見交換與醞釀，也近似於四一○教改當時民間教育團體彼此之間合作、

傳遞資訊給大眾的泛流效果（trickle-across），三種涓滴、逆流、泛流效應都不

是單純以線性方式進行，而是有機、多方向性、擴散性地在不同的角落裡開始產

生漣漪與翻湧。

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幾乎無所不在，但師生關係如何更加平衡、對等與尊

重，都在每一次的校園事件發生時衍生出了權力界線的移動。奠基於上述的文獻

探討，再加上本研究八位受訪者的觀察，本研究梳理出以下關於校園民主化過程

中，校園權力結構變動與四個學生賦權取徑：

1. 法制建構取徑

藉由立法手段挪動校園內部權力關係，例如《教育基本法》直接保障學習

權、人格發展權等；大法官釋憲《釋字第382號》、《釋字第684號》、《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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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4號》打破過往「特別權力關係」的束縛，給予學生司法救濟管道；廢除體

罰、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改《教師法》確立教師因性平事件或教學不力

等因素，可予以解聘或永久不得聘任等，均以立法的強制方式，直接對校園既有

結構、規範與文化產生全面性改變。

2. 學權培力取徑

包含由上而下以前導學校或種子教師等方式，提升學習權、教育機會均等、

弱勢者教育等學權思維，各縣市可以學校作為民主教育之據點，教師產生對於

自身權力的反思。同時，由下而上的學生培力機制，例如課綱審議代表、兒少代

表、青少年諮詢委員、學生自治會、社團領袖等權利意識之抬升，培養對於議事

規則、民主素養、組織經營、人際溝通、審議式民主運作之參與技巧。教師與學

生雙軌平行共進，傳遞校園民主之理念與實踐。

3. 壓力團體取徑

四一○教改當時壓力團體的議題選擇與設定，讓普羅大眾意識到臺灣沉重的

升學主義，葉永誌事件後針對校方處理不當之檢討與避免校園霸凌一再發生所催

生的《性別平等教育法》，都看得見性別與教育團體之努力；反課綱微調運動時

公民教師行動聯盟、歷史教師深根聯盟，以及高中生自發性組成的高校聯盟與學

生團體，甚至微型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與附議，或學生的意見交換與社

群媒體發聲，都可以形成輿論與民意，遊說或迫使政府與學校進行改革。

4. 實徵研究取徑

2006年禁止體罰的論述中，經常引用學術研究裡遭受體罰孩子並未增加

正向行為反而增加壓力荷爾蒙與未來問題行為作為科學實證（Heilmann et al., 

2021）；取消早自習的論述中，大量引用美國睡眠醫學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Sleep Medicine, AASM）對於近18萬名8∼17歲青少年做的大規模研究，強調

每日須睡眠達9∼10小時，否則容易造成飲食失調、肥胖、上課缺乏專注等問

題（Tambalis et al., 2018）。這些學術研究的結果，經常成為校園改革的立論基

礎，並以科學的角度檢驗校園中暗藏的不合理的規定與管教手段。

前三項取徑都包含著不同的關鍵角色，例如大法官、立法者、教師、學生、

學生組織、壓力團體等，而這些角色分別從涓滴、逆流及泛流三種方向，喚起對

於校園中權力失衡之關注與對等關係之重建。最後一項的實徵研究取徑則常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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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者推動的引起動機或論述主軸。195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中，心理學家Clark

夫婦著名的「克拉克娃娃實驗」（Clark doll experiment）指出非裔兒童因社會普

遍歧視，造成自尊心低落之情況，成為了聯邦最高法院最終能打破種族隔離的學

術論證。在當前強調理性溝通、科學辯證的趨勢下，實徵研究取徑能以證據為

本，促進政府、學校、教師、學生與家長進行相互理解與對話，使權力天秤朝向

和諧與對等的方向前進。

Kreisberg（1992, p. 16）在Transforming Power: Domination, Empowerment, 
and Education一書中，將「賦權」定義為「提升控制或掌握自己生活的過程」
（a process through which people and/or communities increase their control or mastery 

of their own lives），可以透過消極與積極的方式獲得。消極方式為人民被動地從

國家手中獲得權利保障，例如基於《教育基本法》的學習權、受教權、人格發展

權等保護，學生應免於權利遭受侵害，具有防禦的功能，常透過上述法制建構取

徑取得；另一種則是個人或團體主動爭取更佳的自決條件、挑戰既存的框架，例

如學權培力、壓力團體取徑所達致的兒少代表、課綱審議、學生自治、友善校園

環境、政策平台提案與倡議等積極權利。本研究因此從《教育基本法》的消極賦

權逐步探討到近年的積極賦權行動，而後者的行動緊密牽動了前者（法規面）的

持續前進，法規的健全更增益了新世代的學權意識，在這種循環往復的交互醞釀

下，可以觀察到校園權力結構不停地轉變。

伍、結語

戒嚴時期的臺灣，軍人走入校園之中，成為我們熟悉的「教官」，服從

的軍人天職與當代教育強調勇於懷疑的本質，顯得相互扞格，也暗示著Harber

（2004）所言的學校即控制與監視（schooling as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的國家

權威的影子仍頑強地遺留下來。解嚴後，教官逐漸轉型成為校園安全的管理者，

無論「退出校園」的形式是採取退休後不補、轉任全民國防教師或校安人員（或

稱學務創新人力），少了軍人身影的校園或者少了軍歌競賽、升旗儀式，雖褪下

了一些傳統服從的色彩，但民主教育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在《教育基本法》五次修法的努力下，作為學生身分所應享之保障，包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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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權、受教權、教育機會均等、人格發展權、體罰之禁止等，昭示於總共17條

的條文之中。本研究受訪者認為，除了將當代的進步價值彰顯於條文外，對於我

國目前校園仍存在的問題，可以透過更積極的負向表列方式於法條中規範，更直

指核心；建議能將羞辱性、謾罵式言語之禁止入法，法條中應可仿效《兒童權利

公約》以「兒童為中心」的立法觀點，直接以學習者「不受任何形式」遭受身心

暴力的方向修改，便不會陷入為了窮盡各種違法樣態或構成要件而掛一漏萬。同

時，「被聽見」是理解學生的開始，學生的「表意權」值得融入法律之中，教師

學習等待與聆聽，特別是語言發展尚未成熟的低年級學生或能力受限之特教學

生。針對《教育基本法》過往以來被認為欠缺具體化與強制力等流於宣示性質的

條文（林芳薪、蔡元隆，2018），受訪者們對於此法更長遠的期待是能真正成為

一本學生的權利保障書，在《教育基本法》中規劃學權的獨立篇章或甚至形成專

門的學生權利保障法典，更系統性劃出學生權利的範圍與救濟管道，彰顯我國對

於學權的重視。

教師作為知識傳遞的代言人，被賦予專業權威與崇高地位，而「鐵飯碗」的

權益保障，使校園權力關係更朝向教師傾斜，校園的管理也因此走向了威權官

僚主義，在有利於管控的情況下，背離了以學生為中心的本質。受訪者認為教師

應自許為「有機的知識分子」，具反思性地檢視當前學校文化；藉由校園民主化

前導學校或種子教師的推動，權力疆界能重新劃分。除了涓滴地由上而下改變，

學生亦能產生逆流的效果，透過更高比例的學生代表進入校務會議中、學生自治

會幹部、課綱審議代表、兒少代表或青年諮詢的角色，作為團體中的意見領袖，

為同儕發聲。第三種的泛流效果，則是學生之間討論、倡議、凝聚認同的議題擴

散效果，利用社群媒體或公共政策平台，使主張得到足夠的關注，進而引起校方

或政府之重視。本研究最後綜整法律與校園事件文獻、八位受訪者訪談，歸納出

四一○教改後的30年間四個有效的學生賦權取徑：一、法制建構取徑；二、學權

培力取徑；三、壓力團體取徑；四、實徵研究取徑。本研究所探討的「賦權」不

僅爬梳了四一○教改後法規範所授予的學生權利保障，同時也整理了權利取得過

程中能夠採取的動態做法，期供未來持續朝向校園民主化與學權倡議作為參考。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在於對於校園權力的討論僅限於師生之間的二元相對關

係，在此條件框架下，教師被預設為兩造之間握有較大權力之一方。然而，從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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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面來看，教師若被放置在總體社會脈絡下，也可能是權力不對等的弱勢方與資

源的競逐者，面臨中央與地方教育有關單位、家長團體、校方管理階層、私校董

事會、年金改革、社會輿論等複雜交織的壓力，也可能是關係中的被壓迫者。此

種教師本身幽微的權力轉換不在本研究之討論範疇。此外，本研究梳理了30年來

學權的發展，雖然無法預測下一世代的變化，然而可以想見，在民主持續鞏固的

臺灣社會，學生將更具批判地反思身處環境條件的合理性，校園內外與動靜之間

將有更多的檢視，除了決策者與管理者需要學習聆聽、溝通、協調與說服外，學

生如何具備思辨、表意與參與之素養，都是賦權之後能否持續深化、權力平衡的

重要課題；同時，也不樂見校方因為學權的興起而落入憚於管理、無人問責的權

力真空與失序。

針對未來研究建議，可持續關注《教育基本法》隨著國內外教育趨勢而融

入了哪些新理念與規範；教師與學生的培力機制與規劃，以及壓力團體與學術

研究者如何訴諸科學、理性的論述，持續鬆動校園內盤根錯節的權力結構等。

最後，學生如何更正向、積極地參與校園事務，成為學校治理的利害關係者

（stakeholder），從被治者轉變為決策的參與者，可能是未來校園研究之趨勢。

這些權力疆界的檢視都在避免學校成為一個壓迫再製的環境，當孩子們在校園裡

被溫柔且對等地對待，這些年輕且自由的靈魂步入社會後，將漸漸代謝掉威權文

化的遺留，鞏固臺灣社會的民主永續。

DOI: 10.53106/1028870820231269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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